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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
作用、 影响因素和挑战

袁千里　 张云翔

【摘要】信息技术已日益成为公众共同生产公共服务的核心要素之一，但信
息技术塑造了哪些新型共同生产，并对其公共价值带来何种影响，现有的研究
对此尚未予以系统性的解答。论文通过文献综述回顾了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
产的有关文献，整理归纳了目前的研究现状，并分析了未来潜在的研究方向。
研究发现，不同种类的信息技术已经被用于促进公众参与共同生产，从而形成
了“公众众包”“以政府为平台”和“自动化共同生产”等共同生产的新模式。
但围绕信息技术如何影响共同生产的公共价值这一问题，现有的文献还存在明
显的争议。许多研究都认可了信息技术具有提高共同生产效率和效益、激活公
众参与和赋权，并促进共同生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潜力；但也有研究对这些
观点提供了相反的证据。这种矛盾揭示了能否有效使用信息技术来促进共同生
产并创造公共价值，不仅取决于技术和数据因素的影响，同样也是组织和公众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目前对这些因素及其相关关系的系统性实证研究仍然
有限。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比较在各类信息技术推动下共同生产的多样化运
作过程，并评估这些信息技术带来的实际影响；尤其聚焦于我国数字治理的具
体情境，深入探究影响这些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关键因素，从而推动相
关领域的理论发展。

【关键词】共同生产　 信息技术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２）０１ － ０１７１ － ２５

·１７１·

 袁千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校区洛克菲勒公共事务与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张云翔（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ｘｉａｎｇ＠ ｓｈｎｕ ｅｄｕ ｃ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感谢
两位匿名评审人对本文的意见和建议。

基金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城市”研究基地专项课
题“城市服务公众参与的数字化转型机制研究”（２０２１ － ＹＪ － Ｃ０２）。



一、引言

自新公共治理理论兴起以来，政府与其内外部伙伴的紧密合作已被视作提
高公共服务效率和效果的关键，这也使共同生产（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这一概念在
２１世纪重新引起了广泛关注。公共管理学不再仅仅将公众视为公共服务的被动
接受者，更强调政府要在整个公共服务周期与那些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公众紧密
互动，从而认可公众在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效益和民主性等方面具有成为重要伙
伴的潜质（Ｂｏｖａｉｒｄ ＆ Ｌｏｅｆｆｌｅｒ，２０１２；Ｍｅｉｊｅｒ，２０１６；Ｎａｂａｔｃ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服务
主导逻辑（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Ｌｏｇｉｃ）的相关研究甚至认为，共同生产或许是所有
服务中的固有环节，公众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Ｏｓｂｏｒｎｅ ＆
Ｓｔｒｏｋｏｓｃｈ，２０１３）。为此，国内外学界都对这一概念展开了理论探索，也产生了
一些较为全面的研究综述（张云翔，２０１８；Ｖｏｏｒ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运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参与公共
事务的方式，为共同生产带来了新的可能（Ｌ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Ｍｏｏｎ，２０１８）。在工
作方式上，信息技术促成了去中心化的网络化协同，包括开源社区的同行生产
（Ｐｅ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和维基百科的分布式生产（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等等。在工
作媒介上，信息技术还打破了组织边界，降低了大规模公众参与的成本，并在
转变公众角色中促进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Ｃｏｒｄｅｌｌａ ＆ Ｐａｌｅｔｔｉ，２０１７）。移动互联
网技术和众包平台等新技术的运用更为公共服务创新提供了新渠道（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Ｍｅｉｊｅｒ，２０１２）。尽管如此，“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也同样可能
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和不良后果，必须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概念、类型、意义和
风险展开全面梳理，从而更好地推动有关领域的研究。因此，本文旨在对四个
方面的问题展开文献综述，包括：（１）如何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公众参与公共服
务的共同生产？（２）信息技术的运用对共同生产有何影响？（３）基于信息技术
的共同生产的影响因素或障碍是什么？（４）我国情境中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
产的研究重点和前进方向。

二、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定义及其影响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首次提出以来，共同生产的概念引发了学术界和政府部
门的广泛兴趣。总体而言，当前共同生产的研究主要从“共同”（Ｃｏ）和“生
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两个维度探讨了这一概念的内涵（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１４；Ｎａｂａｔｃｈｉ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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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２０１７），并分析了共同生产中的参与者、过程、结果、驱动因素等方面的问
题（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Ｖｏｏｒ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一）共同生产的定义

在现有文献中，学者们对共同生产的确切含义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一些
研究将其理解为公众与专业服务提供者共同直接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Ｂｒａｎｄｓｅｎ
＆ Ｐｅｓｔｏｆｆ，２００６），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共同生产可以涵盖包括调试、设计、供
给和评估等公共服务任何阶段中的公众参与（Ｎａｂａｔｃ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例如，
Ｂｏｖａｉｒｄ （２００７）就将共同生产定义为“通过（任意社会部门中的）专业服务提
供者与服务用户或社区的其他成员之间定期、长期的关系来提供服务，并且各
方均在此过程中做出了实质性的资源贡献”。只有当公众和专业人员完全分担设
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任务时，才能实现全面的共同生产。其他研究则强调了专
业人员与公众之间需要建立的长期互惠关系（Ｊｏｓｈｉ ＆ 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４）。共同生产
应当是公众主动并自愿的行为，并与专业服务生产的过程相结合，以提高公共
服务的质量和数量（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０９；Ｐｅｒｃｙ，１９８７）。而服务主导逻辑则强调了共同
生产是任何服务中固有的，服务提供者与生产者在服务提供中的关系是迭代交
互的（Ｏｓｂｏｒｎｅ ＆ Ｓｔｒｏｋｏｓｃｈ，２０１３）。

以上定义可以使我们明确共同生产的一些核心要素。首先，共同生产是指
公众参与公共服务周期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阶段。专业组织和公众可以在其中
共同努力，为公共服务创造价值。而根据公共服务阶段的不同，共同生产就包
括了公共服务的共同调试（Ｃｏ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共同设计（ＣｏＤｅｓｉｇｎ）、共同提供
（ＣｏＤｅｌｉｖｅｒｙ）或共同评估（Ｃ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等活动。其次，共同生产是指专业
公共服务提供者与公众（个人或集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专业提供者不仅包括
政府，还包括非政府主体，例如非营利组织和私人企业等。公众可以以个人或
集体的形式与这些专业组织互动。但共同生产并不包括组织间的协作。

基于这些核心要素，本研究采用了Ｂｒａｎｄｓｅｎ和Ｈｏｎｉｎｇｈ （２０１５）的定义，认
为共同生产是组织的雇员与公众（个人或团体）之间的关系，它要求这些公众
直接和积极地贡献于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这一概念往往与“共创”（Ｃｏ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两者都描绘了专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也
强调了公众在塑造公共服务中的积极投入，所以共创和共同生产在文献中经常
被视为是一组可互换的概念（Ｂｒａｎｄｓｅｎ ＆ Ｈｏｎｉｎｇｈ，２０１５；Ｖｏｏｒ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但有些研究则认为，共创和共同生产分别指向公共服务周期的不同阶段
和不同参与者。Ｔｏｒｆｉｎｇ等（２０１９）就认为，共创更侧重于形成一种创新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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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性的理念，而非主要针对已然预设好的公共服务。Ｂｒａｎｄｓｅｎ和Ｈｏｎｉｎｇｈ

（２０１８）则认为，共同生产通常与公众在服务实施阶段所获得的服务有关，而共
创则更侧重规划设计层面。由于本文中的共同生产是指公众参与公共服务周期
的单个或多个阶段，因此该定义也包括了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总体规划或设计。
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同生产在本文的语境中涵盖了共创的过程。

（二）共同生产的潜在影响

对共同生产潜在影响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公共服务效益、公共服务参与度以
及公共服务包容性等维度。研究表明，共同生产能够对公共服务产生一定的积
极影响，但其风险也值得警惕。首先，多数研究认为，公众可以在共同生产中
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信息等资源来支持专业服务提供者，所以提升了公共服
务的效率和效能（Ｂｏｖａｉｒｄ ＆ Ｌｏｅｆｆｌｅｒ，２０１２；Ｎｅｅｄｈａｍ ＆ Ｃａｒｒ，２００９）。这就使共
同生产成为一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公众满意度的
供给方式。但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共同生产可能会增加交易成本，包括政府部门
与公众进行信息共享的流程成本、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流程变化所面临的实施成
本，以及与公众参与相关的协调成本等（Ｓｔｅ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其次，共同生产可能促进公众参与、提高公众赋权，并增强公民问责。一
些研究认为共同生产转变了政府部门和公众的关系，并能够在双方之间建立起
信任，从而增强了对政府部门的道德约束，并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政府问责机制
（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０９；Ｐｅｓｔｏｆｆ，２００９）。Ｎｅｅｄｈａｍ和Ｃａｒｒ （２００９）认为，在共同生产中表
达意见、行使控制权和影响力可以提高公众赋权。然而其他研究表明，共同生
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为公众带来更多信任（Ｆｌｅｄｄｅｒｕ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公众参与
可能也很难改变公共服务的结果。由于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和边界不明确，共同
生产甚至会削弱问责机制（Ｍｅｉｊｅｒ，２０１６）。在财政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共同生
产可能还掩饰了政府推卸责任的事实（Ｓｔｅ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共同生产具有加强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包容性的潜力
（Ｆｒｉｅ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共同生产促进了公众的直接参与，使之前代表性不足的
公众能够参与到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活动中来。Ｊａｋｏｂｓｅｎ和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３）发
现，共同生产项目尤其能够支持弱势儿童，积极提升他们的教育成效，从而显
著地缓解不平等现象。然而，更多的研究却发现共同生产对社会公平与民主具
有潜在威胁。共同生产中的公众不一定代表社会中的大多数，他们主要来自富
裕社区，许多最需要服务的公众反而被排除在外（Ｂｒａｎｄｓｅｎ ＆ Ｈｅｌｄ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２）。这些研究都揭示了共同生产对公共服务价值的影响具有多面性，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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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运用又是否会、以及如何改变这些影响，我们对此还缺乏系统性的认识。

三、文献研究方法

为了理解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研究现状，本文对现有学术文献进行
了回顾。由于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仍然是一个较年轻的学术话题，因此本
文采用描述性讨论的方法来讨论当前文献。

本文利用多个学术数据库搜索并采集与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相关的学
术研究。本文所回顾的文献来自以下数据库：Ｅｂｓｃｏ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Ｅｂｓｃ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ｕｌｌ Ｔｅｘ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ＬＩＳＴＡ）和ＰＡＩ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本文进行了两轮文献检索。在第一轮中，本文使用关键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来搜索相关文
章。该搜索结果仅得到７１条相关文献记录。本文因而进行了第二轮文献检索。
在第二轮中，本文使用了不同的检索关键词。由于共同生产的概念与公众参与
紧密相关，因此第二轮使用的关键词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ｇｏｖｅｒｎ”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非“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此轮检索得到１９７０条记录。本文选择
将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８年间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和会议文章纳入文献综述，并进行
初步阅读以去除重复的及与共同生产无关的文章。最终，共有１５７篇学术论文
进入进一步的分析中。本文排除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政府和公民的沟通、政治参
与、未利用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以及一般的电子政务发展。

文献综述的第二步是进行定性分析，以确定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不
同方式及其潜在影响。本文采用归纳策略来分析和编码这些文章中涉及的问题
和观点。在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过程中，本文以这些文献作为定性数据，从中
编码相关话题和论点，并进一步分类以显示有关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共同生产的
现有观点。分析过程的初始代码展示了各文献中所涉及的各种技术和信息、公
众的活动和贡献、政府的作用、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目的及其潜在效果。
本文将这些编码进一步归纳，并评估其含义。最终，文献分析揭示了基于信息
技术的共同生产中存在的多个目标、三种实践模式以及此类共同生产的三种可
能的结果。

本研究还采用类似方法回顾了相关主题的中文文献，以考察国内学者在该
领域的主要发现与研究进展。有关中文文献来自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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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轮展开。第一轮，本文使用关键词“信息技术”和“共同生产或合作生
产或合供”，共获得５条记录。鉴于有关中文研究对共同生产和公众参与研究的
重合度较高，第二轮使用的关键词是“信息技术或网络”和“公众参与或公民
参与或公共参与”，共获得２７７６条记录。另外，鉴于不同类型的基于信息技术
的共同生产已经出现在我国许多地方的实践中，但实务部门和研究者往往并不
直接采用“共同生产”的概念，因此在第三轮使用关键词“公共服务众包”或
“开放数据应用大赛”，共获得７７条记录。在采用与英文文献类似的排除方式
后，共４３篇学术论文进入进一步的分析中。

四、在共同生产中运用信息技术

大量研究表明，信息技术使公众得以参与到公共服务提供的各个阶段，更
能触发新的共同生产方式（Ｌｉ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２；Ｍｅｉｊｅｒ，２０１２）。Ｌ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甚至
认为信息技术可能改变了共同生产的性质和含义。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
在共同生产中运用信息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运用将如何改变共同生产的成效。

（一）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主要类型

许多信息技术都可以运用于赋能公众参与共同生产。这部分文献着重描述
了公众利用信息技术参与到共同生产中的行为与过程，而较少研究基于信息技
术的政府组织层面协同管理过程。其中，Ｗｅｂ ２ ０技术（包括社交媒体）的运
用已经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Ｌｉ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２；Ｍｏｏｎ，２０１８；Ｎａｍ，２０１２），而许
多移动应用程序和在线协作平台也日益发挥着重要功能（Ｆａｌｃｏ ＆ Ｋｌｅｉｎｈａｎｓ，
２０１８；Ｐａｌｅｔｔｉ，２０１６）。近年的研究还发现，各类智能技术（例如电子传感器）
对于共同生产的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Ｃａｒｄｕｌｌｏ ＆ Ｋｉｔｃｈｉｎ，２０１９）。另外，开
放政府数据门户网站等技术运用也能使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新的互动，从而促
进共同生产（ＭｃＢｒｉｄ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从现有文献来看，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存在着两种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方向：“公众向政府”（Ｃｉｔｉｚｅｎｔｏ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和“政府向公众”（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Ｃｉｔｉｚｅｎ）。基于此，可以将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划分为“公众众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ｏｕｒｃｉｎｇ）和“以政府为平台”（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两种主要类型
（Ｌｉ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２）。近年来，新型智能技术（例如电子传感器）开始逐渐替代公
众在共同生产中的位置，从而促进了“自动化的公共服务共同生产”（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Ｌｏｕｋｉｓ ＆ Ｃｈａｒａｌａｂｉｄｉｓ，２０１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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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公民在此过程中并未主动开展与政府或专业服务提供
者的互动，他们也并非共同生产过程中的“积极”贡献者，因此不符合共同生
产的定义（Ｌｏｅｆｆｌｅｒ ＆ Ｂｏｖａｉｒｄ，２０１６）。本文认为，随着新型智能技术在公共服务
中运用得越来越广泛，公众参与的方式也将随着改变，并同样影响共同生产的
过程与互动方式的转变。因此，该类型也将可能成为基于信息技术共同生产的
主要类型之一。
１ ． 公众众包
首先，信息技术使公众能以众包的形式参与共同生产，并为公共服务做出

实质性贡献（Ｈｉｌｇｅｒｓ ＆ Ｉｈｌ，２０１０；Ｎｏｖｅｃｋ，２００９）。政府可以使用不同的发包平
台，通过“公开征集”的形式将问题或任务传达给志愿性的公众在线社区，使
公众和政府部门共同设计公共服务提供方案（Ｂｒａｂｈ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Ｍｏｏｎ，
２０１８）。由此，众包使政府得以系统地收集社会公众多样化的观点和知识，丰富
公共服务所需的资源，并建立起共同生产的分布式网络（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这是原本在线下层面难以实现的。

研究发现，共同生产的参与者在众包中承担了三类不同的角色。首先，公
众作为城市问题的“监测者”或“报告者”，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向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所需要的信息或数据（Ｈａｌｔｏｆｏｖａ，２０１８）。典型的例子是许多美国城市使
用的３１１在线系统（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Ｇａｏ，２０１８），政府可以凭借公众发起的
请求来优化其服务人员的配置，提高服务水平（Ｇａｇｌｉａｒｄ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其次，
公众可以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专业技能（Ｌｕｄｗｉ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帮助
政府收集、过滤、验证和传播信息，促进知识生产来共同解决政府在公共服务
过程中面临的问题（ＫｏｎｓｔｉＬａａｋｓｏ，２０１７）。例如，２５００名参与者与美国专利商
标局共同合作，帮助后者确定专利申请的有效性（Ｎｏｖｅｃｋ，２００９）。最后，众包
中的参与者还是城市问题的“解题人”。例如，美国联邦机构就基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ｇｏｖ
网络平台举办挑战赛，以广泛寻求公共服务的解决方案（Ｍｅｒｇｅｌ，２０１５）。能够
承担第三类角色的公众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而不是一般公众
（Ｄｕｔｔｏｎ，２０１１），这也揭示了众包参与群体存在着分层化的特征。
２ ． 以政府为平台
以政府为平台则是在共同生产过程中，政府部门向公众开放信息和数据，

使公众在公共服务设计与供给中承担起更具主导性的角色。政府通过开放数据
平台或应用程序编程接口（ＡＰＩ）向公众提供其数据资源（Ｍｏｏｎ，２０１８），而公
众则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利用这些开放数据，为公共服务设计和供给贡

·７７１·

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作用、影响因素和挑战◆



献想法、解决方案，甚至是成型的应用程序。由此，政府可以利用公众的潜在
技能或知识，开发政府数据的潜在价值，并将其转化为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产
品（Ｔｏｏｔ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众包模式往往是政府基于确切的目的、向确定的公众群体或组织征集信息
与创造性劳动成果；以政府为平台，政府数据资源是向全社会完全开放的，是
否利用这些资源、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以及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都完全由
社会全体公众主导。所以在这类共同生产中，政府部门是鼓励各类“未知”的
普通公众和专业人士使用政府数据来帮助提供公共服务的（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他们可能会创造出以往从未被考虑过的创新应用，以填补目前的公共服
务空白（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４）。但这类共同生产往往要求公众具备充分的
技术和专业知识来分析数据（Ｄｅｓｏｕｚａ ＆ Ｂｈａｇｗａｔｗａｒ，２０１４；Ｔａｙｌｏｒ ＆ Ｃｌａｒｋｅ，
２０１８）。一方面，公众可以通过政府组织的各类创新大赛、应用程序挑战或大数
据应用比赛，将政府所提供的数据资源开发成各类创新应用，经评估后在政府
的支持下进一步培育为功能完备的公共服务应用程序（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Ｃｒａｖｅｉｒｏ ＆
Ａｌｂａｎｏ，２０１７；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４）。另一方面，这些精通数据技能的公
众也可以主动组建开源社区，利用政府数据来开发公共服务应用程序。较为成
功的例子就有美国的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ｏｃａｌ Ｂｒｉｇａｄｅｓ （ＭｃＮｕ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和韩
国的ＣｏｄｅＮａｍｕｔｏ （Ｍｏｏｎ，２０１８）等，在公共卫生、公共安全、交通、环境和教
育等领域开发了各类公共服务应用。
３ ． “自动化”的共同生产
自动化共同生产是指政府部门运用信息技术自动采集公众的数据信息，并

运用这些信息数据来完善公共服务质量并满足特定的公众需求。这类信息技术
往往被称为“智能技术” （Ｓｍａ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包括物联网技术、电子监测设
备、ＡＰＩ等自动采集用户信息和数据的相关技术（Ｌ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政府部门能
够实时接收到公共服务的用户反馈数据，并利用这些信息改善公共服务的设计
来满足公众的服务需求（Ａｔｈｅｙ，２０１７）。政府部门进一步借助一些成熟的决策
算法模型，对这些公众需求和反馈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区分公众个性化的服务
需求，整合多样化的反馈意见，并提取有价值的建议（Ｌｏｕｋｉｓ ＆ Ｃｈａｒａｌａｂｉｄｉｓ，
２０１５）。

在此类型中，公众并未主动参与到共同生产过程中，但其所产生的信息数
据则可能进一步提高其所接受的公共服务的质量（Ｄｉｍｏｖ，２０１４）。公众主要承
担的角色是作为一种额外的数据来源，来补充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信息
（Ｃａｒｄｕｌｌｏ ＆ Ｋｉｔｃｈｉｎ，２０１９）。公众只要出现在公共服务中即可与政府形成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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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ｍｏｖ，２０１４）。因此，共同生产不再需要公民的“主动性”，发挥核心作用的
技术可以大大减少参与所需的人力，并扩大共同生产中公众参与的范围
（Ｌ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目前，公众可以利用移动或可穿戴传感器主动向政府组织共
享他们自己的信息，并通过这些信息来定制自身享受的公共服务（Ｃｈｅｓｓ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这些移动设备将公众转变为（大规模）移动传感器
网络的一部分，实时向政府部门提供共同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和数据。而还有一
些数据的传输则可能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越来越多的远程健
康监测传感器可以提供患者健康状况的实时信息，并自动反馈到服务提供组织
中（Ｂａｒｒｅ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二）信息技术对共同生产的潜在影响

共同生产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既存在积极的一面，也
可能为公共服务带来潜在的风险。而目前对信息技术应用的实际影响的研究仍
然有限，并且多数集中在基于众包平台的共同生产这一类型。但至少从已有的
证据来看，信息技术的运用似乎同时放大了共同生产的利与弊。
１ ． 公共服务效率和效益
如上所述，共同生产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益，而基于信

息技术的共同生产更有望进一步提高这种积极影响。相比于面对面的互动，信
息技术使政府得以与广泛多样的公众互动合作（Ｌｏｕｋｉｓ ＆ Ｃｈａｒａｌａｂｉｄｉｓ，２０１５；
Ｍｅｉｊｅｒ，２０１４）。众包平台能够使政府更有效地、更大规模地与公众交换信息、
知识、经验或想法，更好地了解公众对服务的需求（Ｒｏｙｏ ＆ Ｙｅｔａｎｏ，２０１５）。

尽管如此，也有许多学者对此保留意见。Ｇｒｏｓｓｍａｎ等人（２０１８）发现，信
息技术对公共服务共同生产成效的改善可能只是短期的。Ｋｕｒｎｉａｗａｎ和ｄｅ Ｖｒｉｅｓ
（２０１５）还发现，公众投诉的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包括大量的琐事和虚假投诉，
反而降低了服务的整体效率。信息技术对复杂程度相对较低的共同生产改善效
果更加明显，但对复杂性较高的共同生产则影响不大（Ｍｅｉｊｅｒ，２０１４）。所以，
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益，
学界对此还依然存在不同意见。
２ ． 公众参与和赋权
学者们认为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进一步对共同生产中公众参与和赋权产生

积极的影响。信息技术能够促进政府与大范围公众之间多方位的互动沟通，这
在线下共同生产中是非常困难的（Ｎａｍ，２０１２；Ｐａｌｅｔｔｉ，２０１６）。一方面，信息技
术能够扩大公众参与的数量和规模。在社交媒体和众包平台等技术载体上，公

·９７１·

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作用、影响因素和挑战◆



众之间还建立起了具有身份认同的虚拟社区（Ｇａｇｌｉａｒｄ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并且在共
同生产中促进了他们的社交与情感体验，形成比传统线下共同生产更活泼的氛
围（Ｔａｙｌｏｒ ＆ 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１８）。另一方面，信息技术还使政府与公众形成了一种新
型的多对多互动模式（ＭａｎｙｔｏＭ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公众参与的
深度。政府将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提倡者、赞助者、动员者、监督者，而非直接
决策者或提供者，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界限开始逐渐消失（Ｌｉ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２）。

尽管如此，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也可能反而疏远而非拉近了公众与政
府以及公众彼此之间的关系。有研究发现，在众包平台中参与的部分公众并未
感觉到自己与他人围绕着共同的目标而形成了切实的合作，也并不认为自己与
政府部门存在密切的合作关系（Ｍｅｉｊｅｒ，２０１４；Ｒｏｙｏ ＆ Ｙｅｔａｎｏ，２０１５）。政府有时
在共同生产中应用信息技术也只是为了“看起来很酷”（Ｌｏｏｋｉｎｇ Ｃｏｏｌ），即运用
信息技术象征性地征集公众意见，提高政府形象与合法性，但并未真正吸纳这
些信息来进行决策（Ｒｏｙｏ ＆ Ｙｅｔａｎｏ，２０１５）。所以，信息技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参与和赋权，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予以解答。
３ ． 公共服务包容性和代表性
信息技术具有提高公众参与规模的作用，这就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包容

性。政府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建立更多公开对话的渠道，加强与弱势群体的联系，
从而惠及弱势群体（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与一般的共同生产相比，众包平台能
够提高公众参与的覆盖面，而且不用担心该平台会显著偏向于某类特定的群体
（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Ｃｌａｒｋ ＆ Ｂｒｕｄｎｅｙ，２０１７）。然而，更多研究则担忧信息技术
会加剧共同生产中已经存在的代表性或包容性风险。Ｐａｋ等（２０１７）认为，众
包平台ＦｉｘＭｙＳｔｒｅｅｔ中进行的共同生产将更有利于某些特定的族群，而收入较低
的群体将被边缘化。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就比其他社会群体拥有更多的技能和
时间参与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Ｆａｌｃｏ ＆ Ｋｌｅｉｎｈａｎｓ，２０１８；Ｍｅｒｇｅｌ，２０１６），
所以信息技术可能只促进了受教育程度更高和非少数族裔的公众参与到共同生
产中。由于这些群体已经具有更强的参与意愿和能力，所以信息技术的运用可
能难以缓解线下共同生产的不均等问题。

五、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决定因素和障碍

尽管信息技术有潜力进一步增强共同生产的积极效果，但要真正实现它们
还面临许多挑战。现有研究已经开始探讨这些促进或阻碍基于信息技术共同生
产的主要因素。基于现有文献，这些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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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因素、与公共服务专业组织相关的组织因素，以及和共同生产参与者相
关的公众因素这三大类（Ｍａｒｉａｎｏ ＆ Ａｗａｚｕ，２０１７；Ｍｅｉｊ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一）技术和数据因素

信息技术本身如何被运用，对于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而言至为重要。
一方面，在线平台的界面和功能设计可能会影响公众参与共同生产。为了实现
广泛的公共利益，那些在线众包平台应该最大限度地确保各类公众群体均可访
问和使用。在线平台可以涵盖数据可视化、投票、媒体上传以及基础数据分析
等功能来帮助公众在共同生产中做出高质量的贡献（Ｆａｌｃｏ ＆ Ｋｌｅｉｎｈａｎｓ，２０１８）。
另一方面，在共同生产中使用数据时，政府数据开放的质量和可用性是一个重
要的影响因素。低价值和零散的开放政府数据很难支撑起共同生产的运行
（Ｔｏｏｔ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此外，数据准确性和信息隐私性也是重要因素（Ｈｅｉｎｚｅｌｍａｎ
＆ Ｗａｔｅｒｓ，２０１０；Ｐａｒｋ ＆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２０１７）。Ｅａｒｌｅ等（２０１０）发现，如果推特信息
的地理位置不准确，应急管理者就会难以利用平台上公众发布的内容来分析地
震受灾地区公众需求的分布；而不经公众允许便将推特的数据运用于公共服务
则可能会引发道德和隐私问题。所以，政府在推动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时
务必要灵活、有效、规范地运用各类信息技术。

（二）组织因素

技术如何兼容于组织的制度和结构也同样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中十
分关键的问题。从技术－制度互构论来看，技术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组织
变革的一个触发器而已，如何变革以及变革的成效归根到底还是由组织及其制
度所决定的（黄晓春，２０１０）。

第一，政府对共同生产中信息技术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开放政府数
据带来的显著收益会增强官员与公众互动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数字应用程序和
服务的共同生产（Ｓｃｒｏｌｌｉｎｉ，２０１７；Ｔｏｏｔ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如果对普通公众参与的
价值和其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缺乏信心，并担心在与公众互动中失去控制，官
员们可能不愿吸纳公众参与到公共服务过程中（Ｌｅｉｔ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规避风险
的组织文化也会进一步阻碍政府部门使用信息技术来进行共同生产（Ｈｉｌｇｅｒｓ ＆
Ｉｈｌ，２０１０；Ｍｉｎｅｌｌｉ ＆ Ｒｕｆｆｉｎｉ，２０１８）。

第二，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可能需要一种新型的集体领导模式，组织
的领导者之间应相互补充并发挥全面的领导作用（Ｍｅｉｊ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与传统
的线下共同生产类似，更具创新性、战略性、合议性、引领性和以公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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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风格能更有效地推动共同生产（ＭｃＢｒｉｄ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所以，企业家式
的领导者需要为共同生产制定战略方向，从而支持公众参与；同时也需要在操
作层面实际地解决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问题。

第三，专业组织还需要高超的项目管理技能。政府需要将大型项目分解为
较小的参与任务，使这些任务能够符合公众的能力，并且使普通公众能够有兴
趣参与进来（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Ｌｉｕ，２０１７）。同时，参与任务还需要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传达给公众，使普通公众也能够理解政府内部的专业流程和任务。政
府还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使一些原先未曾预想的意见和方案也能被纳入决策
中来（Ｍｅｒｇｅｌ，２０１７）。政府也需要在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中有针对性地制
定一套在线参与规则，并且对在线讨论进行适当的审核，以确保公众的意见与
共同生产任务的主题相关（Ｎａｍ，２０１２）。最后，政府需要及时的反馈机制来评
估公众的实际贡献，从而进一步激发公众共同生产的能力和意愿（Ｒｏｙｏ ＆
Ｙｅｔａｎｏ，２０１５）。

第四，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还需要政府充足的资源、技术能力以及法
规保障。政府组织需要足够的财力来承担信息技术以及开放数据的成本（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Ｃｒａｖｅｉｒｏ ＆ Ａｌｂａｎｏ，２０１７；Ｓｃｒｏｌｌｉｎｉ，２０１７）。除了财力之外，政府部门成员需
要拥有良好的数据管理能力来整合不同来源的数据，以便应用开发人员查找和
使用这些数据（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Ｔｏｏｔ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然而，现有的法规
往往仅提供了一个模糊框架，并未明确如何与公众进行在线互动以进行共同生
产（Ｄｅｓｏｕｚａ ＆ Ｂｈａｇｗａｔｗａｒ，２０１４；Ｍｅｒｇｅｌ，２０１７）。此外，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
生产还可能引起知识产权、隐私、真实性、可访问性和数据安全等新型政策问
题，这些都需要政府进一步解决（Ｌｅｉｔ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从而支撑其发展。

（三）公众因素

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能否成功运行还取决于其核心参与主体———公众。
在主观认知和社会心理方面，公众的积极进取心态至关重要。研究表明，自我
效能感是公众参与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重要保障（Ｔｏｏｔ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但公众还期望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乐趣，包括完成挑战的快乐和成就感，后者
也是公众积极使用开放数据参与共同生产的关键动机（ＪｕｅｌｌＳｋｉｅｌｓ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Ｌｉｕ，２０１７）。Ｓｃｈｍｉｄｔｈｕｂｅｒ等（２０１７）还发现，当众包平台更易使用时，
公众会更加积极地使用该平台提供的相应信息而参与到共同生产过程中。

在公众的动机之余，公众的能力也成为另外一项重要因素。当公众在众包
中提供的信息或数据质量较差时，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就无法实现其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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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Ｋｕｒｎｉａｗａｎ ＆ ｄｅ Ｖｒｉｅｓ，２０１５）。另外，公众往往很难充分
了解公共服务的任务和标准，所以难以有针对性地为公共服务提供具有突破性
和创新性的贡献（Ｓｃｈｕｕ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Ｓ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因此，为了能够
更好地开发公众的能力和知识，政府可以提前设立培训项目来培养公众团体的
技术能力，使共同生产过程更加有效，从而提高移动应用程序的质量以满足公
众的期望（Ｌｅｍｍ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数字鸿沟是利用信息技术吸引公众参与的重要障碍（Ｄｅｓｏｕｚａ ＆ Ｂｈａｇｗａｔｗａｒ，
２０１４；Ｌｉ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２）。信息技术的使用可能使弱势群体被进一步地边缘化。例
如，低收入群体、农村地区居民、老年人口或低学历群体往往最需要公共服务，
但他们能熟练掌握信息技术的可能性较小。一些研究还发现了“二阶”的数字
鸿沟，即收入和文化程度较高的个人更有可能成为活跃的在线内容创作者（Ｌｕｔｚ
＆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２０１４；Ｍｅｒｇ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所以公众从互联网中获得的信息可能
仅反映了这一小部分社会群体的观点，并进而误导公共服务的总体方向
（Ｌａｖｅｒｔｕ，２０１６）。

六、我国情境中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

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注重引入共同生产这一概念来理解我国公共服务中
的公众参与。通过一系列围绕共同生产概念的文献综述研究（张云翔，２０１８；
朱春奎、易雯，２０１７）可以发现，共同生产虽然对我国学界来说尚属新词汇，
但其内涵一直都体现在我国公共服务的公众参与实践中。一些实证研究也开始
关注共同生产如何影响了我国社会治安（陈俊杰、张勇杰，２０２０）、养老服务
（封铁英、南妍，２０２０）和社区微更新（张云翔、容志，２０２１）等诸多领域的
公共服务。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发现了共同生产具有促进公共服务成效和参
与度的积极意义，可以成为促进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尽管如此，日益增
长的研究兴趣还是主要集中于传统线下层面，对信息技术运用下新型共同生产
的关注相对较少。尽管如此，新兴技术和智慧城市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
国公众的公共服务参与，涌现出许多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实践。虽然研究
者们没有直接使用这一概念，但对此类现象的讨论还是日益热烈。

（一）我国公共服务众包的相关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推动传统公共服务参与的数字化转
型提供了契机。例如，许多地方政府开发了公众可参与的数字城管网站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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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了公众上报诉求（包括对投诉处理的进度查询与评价）和网上咨询建议的
共同生产活动（刘福元，２０１７），实现了与公众共同生产开放的城市管理知识库
（宋刚等，２０１４）。各地政府还积极推动传统市民热线的数字化转型，基于网站、
ＡＰＰ和社交媒体等渠道集成式地吸纳公众参与共同生产，在降低运行成本的同
时满足了公众的个性化需要（郑跃平等，２０２１）。利用导航定位、录音摄像等技
术，一些地方探索政务ＡＰＰ的“随手拍”众包项目，向政府提供比文字更加丰
富准确的信息，有效地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了政府与公众的紧
密合作（刘福元，２０１７）。而随着我国网络社会自组织力的日益提升，众包在智
慧城市建设中更是获得了空前的应用空间（韩普等，２０１９），促进了政府科学决
策，也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型（王谦、代佳欣，２０１４）。

尽管如此，学者们也在我国公共服务众包的运行中发现了一定的挑战和问
题。首先，专业知识的欠缺依然是公众参与共同生产的一道无形门槛。为了更
深入地参与到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中，公众需要掌握对科学数据的解读和
使用能力（尹红、林燕梅，２０１６）。这就加剧了共同生产中原本即存在的数字鸿
沟，潜在地削弱了公共服务的参与平等性。

其次，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在我国众包的过程中公众存在着交互性较弱的问
题。例如，在数字城管网站和ＡＰＰ建设中，公众用户往往只能浏览和查看自己
提交的投诉和咨询建议，难以实现公众用户间彼此协商交流的功能；而公众众
包的目标也主要仅停留在“信息收集”环节，单向性的采集就限制了公众在众
包中的参与深度和价值，没有更好地承载起双方相互启发和协商的深度功能
（刘福元，２０１７）。

另外，一些研究对公众参与众包的产出是否能够真正影响政府在公共服务
中的决策提出了质疑（尹红、林燕梅，２０１６）。例如，一些城市在社交媒体上实
施了民生服务项目的公众投票环节，但这种共同生产参与仅停留在议程设置阶
段，因此也限制了众包的成效和公众参与的意愿（张航、谢长征，２０１９）。事实
上，公共服务众包的生成还需要使公众网络参与实现对决策议程的重构。政府
需要将决策平台和治理平台相互连通，使组织系统“随大众‘接包’而不断伸
缩并向前发展”（王谦、代佳欣，２０１４）。一旦两者存在脱节，就可能削弱众包
产出的应用价值，并进一步损害公众参与的效能感。

一些研究者为政府促进和引导公众参与公共服务众包提出了建议。首先，
各级政府需要在众包中进一步明确发包任务，尤其是期望回收的信息，并充分
公开平台操作流程，使公众能够更好地接受和掌握众包任务的具体要求（王谦、
代佳欣，２０１４）。政府还需要规范和提高众包项目的费用预算，明确公众接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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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利用不同的激励策略来因地制宜地激发公众参与的创新积极性（韩普等，
２０１９）。在线上互动的过程中，政府也应当加强公开信息的视图化、检索友好
化、更新及时化等（尹红、林燕梅，２０１６），从而提升公众对众包平台的使用
体验。

（二）以政府为平台

以政府为平台的共同生产也逐渐出现在我国公共服务的领域中。其中，对
政府开放数据的利用更是热点议题。根据２０２０年的研究统计，目前我国省级和
地市级层面的、满足开放数据平台标准的地方政府项目共计４５个，形成了近
５００个公共服务应用（孟显印、杨超，２０２０）。为了在开放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
创造公共价值，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还纷纷开展了开放数据应用大赛，鼓
励公众参与开放数据应用的共同生产，与政府一同挖掘开放数据的深厚价值。
这些以政府为平台的共同生产激活了蕴藏在公众之间的社会力量，从文化到结
构上推动政府转型创新（贾开，２０１６）。

尽管如此，针对以政府为平台的共同生产的研究还十分有限。从目前的研
究来看，我国政府开放数据应用的共同生产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目前政
府开放数据和组织应用大赛的目的主要是推动公众参与、促进治理创新，但尚
未充分体现建设“透明政府”“责任政府”的价值追求（贾开，２０１６）。其次，
目前我国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的主要力量还是政府和市场组织，而在公众参与者
中高校学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孟显印、杨超，２０２０；郑磊、吕文增，２０１７）。
政府数据再利用和共同生产中的参与平等性和开放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贾开，
２０１６）。另外，政府开放数据还未能充分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许多地方政府的
开放数据平台甚至尚未形成可下载运用的应用程序（孟显印、杨超，２０２０）。这
就说明即便政府开始向数据平台的角色转移，但若缺乏有效的激励和赋能措施，
就无法使公众共同参与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来。

（三）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中文文献中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研究较
少，但其实践已经得到了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关注。首先，围绕基于信息技术的
共同生产，目前国内研究得到的结论大体上与国外文献的观点相近，体现了基
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在特征、影响、要素和推动机制等方面具有跨越情境的
稳定性。这也使基于我国情境的实证研究具备了与国外相关研究的对话空间。
其次，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以理论研究、模型建构、国外经验介绍和案例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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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我国情境下，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究竟会产生什么公共价值影响，
尤其是是否会带来风险，还需要更多的深度案例分析和定量研究来予以解答，
从而提炼出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要素和机制。最后，由于我国政府开放数据的历
程较短，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研究主要以众包模式为主。这或许是由于我
国传统线下的共同生产为公共服务众包的实践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经验支撑。
除了目前已有的现状描述研究，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对其中的因果机制展开深入
分析，并探索如何推动我国社会公众参与到开放数据应用的共同生产中，以及
政府如何为其提供有效的组织和资源支撑。

七、对相关研究的评述总结和未来展望

近年来，信息技术在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中的广泛使用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
深入探索其影响及决定因素。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对过去的文献进行了回顾整
理，进一步厘清了目前学界对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相关知识。首先，按
照公民与政府互动方向及程度的不同，本文展现了信息技术推动下产生的三类
新型的共同生产模式，并界定了各类模式的内涵、特征以及过程。这为进一步
对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进行分类讨论和比较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其次，
本文进一步梳理了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潜在影响。信息技术不仅可能对
公共服务效率、效能带来正面影响，也可能带来公共服务参与主体的代表性及
包容性较低的风险。这一发现进一步展现了信息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并拓
展了对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潜在负面影响的认识。再次，本文梳理了促进
或阻碍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影响因素，并将这些因素进一步分为三大类：
技术和数据因素、组织因素和公众因素。这既展现了信息技术对共同生产中的
专业组织和参与公众双方所带来的新的挑战，也为进一步探究各类因素的影响
作用提供了初步的分析框架。最后，本文梳理了我国情境中基于信息技术的共
同生产的研究重点和前进方向，体现了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在特征、影响、
要素和推动机制等方面具有跨越情境的稳定性。

然而，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空白。首先，在三类基于信息技术
的共同生产模式中，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众包模式，而对共享政府数据的共
同生产则关注较少。文献对众包模式中公众参与的动机和如何激励公众参与进
行了研究，但这类公众参与仍然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参与。如何进一步激发
公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并充分利用公众能力进行共同生产仍然是需要探索的
话题。其次，系统性地探讨信息技术之实际影响的实证研究依然不足。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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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运用似乎同时放大了共同生产的利与弊，但同时，不同类型的信息技术和
智慧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不同的影响。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评估不同类型的
信息技术在共同生产中具体贡献和影响的异同。再次，既有的研究仍未充分揭
示潜在的新因素，以及它们对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影响。特别是对使用
政府数据的共同生产，目前对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研究较为有限。基于信
息技术共同生产的不同模式，具体的影响因素的异同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最
后，在我国情境下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研究还比较有限。未来可以
积极围绕这些本土探索展开深入的案例研究，从而促进理论概念与本土实践的
紧密对话。图１展现了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文献的主要内容。

图１　 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文献主要内容
基于以上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回顾，本综述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几个方面

选取潜在的突破方向。

（一）丰富对不同类型共同生产的理论认识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重点探索“政府为平台”和“自动化”共同生产这两类
模式。公众作为公共服务的对象，在参与政府的开放数据开发利用时具备了政
府和市场所欠缺的优势。由此可见，政府如何利用开放数据促进共同生产，并
与公众合作完善，将应用程序用于公共服务，或者共享政府数据的共同生产会
使政府角色发生什么变化，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
结合数据治理相关理论，探究社会公众在不同数据治理阶段扮演何种角色来提
高开放数据质量和开放数据利用率。一方面，未来研究也可以借鉴协同治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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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探究政府组织如何协调公众的自发性参与行为来更好地利用数据解决管理中
存在的挑战和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研究可以重点
关注“自动化”共同生产，进一步厘清该类共同生产的内涵和特征，以及公众
在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借用数字治理和人机互动的相关理论，
学者们可进一步探索信息技术载体对公共服务过程中社会个体主动性的替代作
用，并拓展“自动化”共同生产的具体过程。

（二）系统性地厘清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系统性地探索基于各类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所产生的
影响。首先，未来的研究可以对共同生产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更清晰的界定。
利用公共价值理论，学者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对公共服务的效率、效用、代表性
以及包容性的定义和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
对公共价值不同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更有利于得到一致的结论。其次，未来研
究可以进一步考虑共同生产所处的不同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将不同级别的政府、
不同政策领域或不同文化等环境因素纳入考量，通过案例比较等研究方法，进
一步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
尤其在“智慧技术”的影响下，新型共同生产所产生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探
索。学者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信息技术在同一共同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来分析不同类型信息技术为共同生产带来的影响。

（三）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影响因素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政府在实施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时，需要
哪些关键性的组织结构和领导能力，以及所必需的政策和制度，并了解政府需
要如何改变其组织结构、管理流程、协调机制以及激励策略，从而更有效地提
升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成效。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的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
生产来进一步理解相似或不同的关键因素。针对这一方面，电子政务相关研究
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信息技术运用和效果的影响因素。其中以
ＧｉｌＧａｒｃｉａ （２０１２）的理论框架为代表，涵盖了组织、制度、环境三大类因素来
解释电子政府的成功因素。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此理论框架来进一步探究基于信
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成功因素。

同时，公众使用信息技术开展共同生产时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动机和
能力，也值得进一步探索。一方面，公众参与此类共同生产的动机可能受到其
使用信息技术的意愿的影响。根据技术接受理论，社会个体接受并使用信息技

·８８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１



术可能受到技术有效性以及易用性等方面的影响。结合已有的共同生产相关研
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信息技术的有效性及易用性如何影响了公众参
与共同生产的动机和意愿。另一方面，由于公众在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中
往往能力不足，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究政府如何培育公众的参与知识和能力，
并可以重点探讨如何使公众可持续地通过信息技术平台参与到共同生产中。研
究者们可以进行纵向研究，以了解共同生产者的数量随时间增长或减少的情况，
以及影响这一变化的相关因素。

（四）在我国情境下探索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

未来的研究可以积极围绕这些本土探索展开深入的案例研究。在我国推进
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时需要突破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同时促进政府和公众
双方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而言，需要使一线管理者充分意识到共同生产的价值
和意义，并掌握从公众参与视角思考公共服务问题的思维方式。因此，未来的
研究可以深入探索影响政府发起和参与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的相关因素，
从而更深入理解政府的各类动机。同时，需要探索如何完善相关制度建设，通
过制度设计来更有效地驱动政府部门转变思想观念和运作模式，更好地兼容于
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共同生产关系（樊博、汤晓芸，２０１７）。对于公众而言，要
突破现阶段单纯旨在“信息收集”的共同生产模式，就必须扩展公众参与的形
式。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尤其关注技术社区、公众“达人”以及有关数据和
技术专家在基于信息技术的共同生产中的参与影响因素，从而使更多具有创造
力的公众更活跃地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伙伴。

未来研究还需要结合我国的情境特征进一步细化现有的变量，并注重探索
其因果作用机制。除了将信息技术运用视为单一的指数之外，还可以考虑不同
类型的技术使用和互联网介入方式，以及它们对公众参与共同生产的影响。例
如，集体性介入就被认为能为公众搭建组织和动员网络、信息和交流平台，而
个体性介入反而会隔离网民，并使网络参与娱乐化，所以它们对公众网络参与
的影响是不同的（孟天广、季程远，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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